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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算法系统和平台经济深度嵌入社会生产过程，推动劳动方式、

生产组织形式和资本增殖机制发生深刻变化。数字劳动并非单一形态，而是由高技能雇佣数字劳动者、

低技能平台劳动者以及数据贡献型用户等多类主体共同构成。价值的源泉并非数据、算法和平台本身，

而是人的活劳动；数据、算法和平台更多体现为价值生产的条件、价值实现的媒介以及收益占有的技术

和组织装置。本文相较于已有研究的推进在于：一是对数字劳动者和数字资本进行类型学划分，二是区

分数字商品价值创造与平台收益实现的不同环节，三是将数据占有、算法管理、平台市场支配和流量资

本化等机制集中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文章结合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实践，提出规范数字资本

运行、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完善算法治理和健全数据要素收益分配机制等路径，以推动数字经

济服务于公平包容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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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digital age,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loud computing, algorithms, and platform econo-
mies have become deeply embedded in social production, reshaping labor forms, production organ-
ization, and capital valorization. Digital labor is not homogeneous; it includes highly skilled em-
ployed digital workers, platform workers, and data-contributing users. Value does not origi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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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data, algorithms, or platforms themselves, but from living human labor. Data, algorithms, and 
platforms function as conditions of value production, media of value realization, and technical-or-
ganizational means of revenue appropriation. This paper contributes by developing a typology of 
digital labor and digital capital, distinguishing value creation from platform revenue realization, 
and integrating data appropriation, algorithmic management, platform dominance, and traffic cap-
italization into a unified framework. Based on China’s digital economy, it proposes regulating digital 
capital, protecting workers in new employment forms, improving algorithmic governance, and op-
timizing the distribution of data-factor returns, so as to promote fair, inclusive, and human-cen-
tered digit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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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进入数字时代，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算法系统和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新技术形态广泛嵌入

社会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全过程。一方面，它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组织

形式发生改变；另一方面，它也改变了资本增殖和收益获取的具体方式。数字经济不只是技术现象，也

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相互作用的结果。 
从现实形态看，平台经济的兴起使劳动过程突破了传统工厂空间。劳动者不再只是集中在车间、办

公室和流水线上，而是分布在外卖平台、网约车平台、短视频平台、众包平台和各种数据生产系统之中。

算法技术的发展也使资本对劳动的控制从直接监督转向技术规训，劳动者看似获得了灵活就业和自主选

择，实际上却被订单分配、动态定价、绩效评价和流量规则持续支配。数据要素的价值化则进一步把人

们的在线活动、消费行为等持续纳入资本积累过程，使得人们的日常生活空间也变成了资本增殖的重要

场所。 
这种变化容易造成一种误解，即数字经济似乎已经超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解释范畴，数据、算法、

算力与平台本身似乎能够独立产生价值。但马克思早已指出，商品价值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

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1], p. 51)。价值不是物的自然属性，也不是

技术系统自身的属性，而是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劳动。数字经济改变的是组织、支配、占有和实现劳动

的具体方式，并没有改变人的活劳动作为价值源泉这一根本规定。 
已有研究已经从数字劳动、平台劳动、数据要素和数字剩余价值等角度进行了讨论，但仍存在三个

有待深化的问题。第一，对“数字劳动者”的讨论有时过于宽泛，容易把程序员、外卖骑手、内容创作者

和普通用户置于同一层面，忽视其劳动关系、控制方式和权益风险的差异。第二，对“数字资本”的分析

也常被概括为平台或资本的一般形态，未充分区分技术研发型、平台中介型、数据流量型、基础设施型

和金融化数字资本的不同运作逻辑。第三，关于数字剥削机制的论述容易在用户数据、平台劳动和雇佣

劳动等章节之间重复展开，影响论证集中度。 
基于此，本文的独特贡献在于：其一，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基础上，对数字劳动者

和数字资本进行类型学划分；其二，严格区分价值创造、价值实现和收益占有的不同环节，避免把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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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价值源泉和资本增殖条件相混淆；其三，将数据占有、算法管理、平台市场支配和流量资本化等

机制集中在一个部分进行系统阐释，以形成从“数字劳动–数字商品–数字剩余价值–制度治理”的紧

凑逻辑链条。 

2. 数字劳动的理论规定与主体类型学 

马克思在分析劳动过程时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

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 p. 207)这一规定说明，劳动不是单纯的体力消耗，也不

是必须以有形物质产品为唯一结果。只要人以自身的活动作用于一定对象，并借助一定资料生产出满足

社会需要的产品或服务，就应当进入劳动过程的分析视野。数字劳动正是在数字技术条件下出现的新型

劳动形态。它以互联网平台、智能终端、算法系统、云计算设施等为劳动资料，以数据、信息、知识、情

感、注意力和社会关系等为劳动对象，通过人的体力和脑力耗费生产数字商品、数字服务和数据资源。 
数字劳动不是脱离现实社会关系的“虚拟活动”。有研究指出，“在数智经济时代，数字劳动成为劳

动的新形式，虽然数字劳动相较于传统劳动的本质没有发生改变”，但是“数字劳动拥有区别于传统劳

动的新特点”。这些新特点集中表现为劳动主体扩展、劳动对象数据化、劳动资料平台化、劳动时间碎

片化和劳动空间泛在化。为了避免把所有在线活动简单等同为生产劳动，有必要对数字劳动者进行类型

学划分。 
第一类是高技能雇佣数字劳动者，主要包括程序员、算法工程师、数据分析师、产品经理、内容审

核员、平台运营人员、模型训练人员等。他们通常以正式雇佣或项目雇佣形式进入数字企业，直接参与

代码开发、算法设计、数据加工、模型训练、系统维护和产品迭代。其被纳入资本增殖过程的方式较为

直接：劳动力被数字企业购买，劳动成果通过软件产品、平台服务、数据服务或智能系统转化为商品和

利润。由于这类劳动者通常具备较高技能和较强谈判能力，其收入水平可能高于一般劳动者，但高强度

加班、项目制绩效、知识产权归属和竞业限制等问题也使其面临较高的劳动过程压力。其权益表达主要

依赖劳动合同规范、职业共同体协商、工时限制、知识成果保护和内部治理机制。 
第二类是低技能或中低技能平台劳动者，主要包括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同城配送员、众包标注

工、家政平台劳动者和即时服务人员等。他们往往被平台定义为“合作伙伴”、“自由职业者”或“独立

承包人”，劳动关系呈现模糊化、外包化和弹性化特征。其进入资本增殖过程的方式，是通过平台规则

接受订单、完成服务、生产服务评价和运营数据。平台通过抽成、服务费、广告费、会员费和数据服务费

等方式实现收益。相较于高技能雇佣数字劳动者，这类劳动者的议价能力通常较弱，工作时间更不稳定，

职业伤害、社会保障和算法处罚等风险更加突出。其主体回应策略包括明确劳动关系或类劳动关系认定、

建立职业伤害保障机制、推动平台规则透明化、完善申诉渠道和发展行业协商机制等。 
第三类是数据贡献型用户和内容参与者，主要包括社交媒体用户、短视频观看者与创作者、电商消

费者、网络社区成员、在线学习者和游戏用户等。这类主体并不总是处在传统雇佣关系中，其活动也不

都能直接界定为生产劳动。较为稳妥的判断是：用户的浏览、点赞、搜索、评论、转发、停留时长和消费

轨迹首先构成数据原料和流量基础，只有在平台采集、清洗、标注、建模、推荐和交易等环节中被组织

起来，才可能进入数据商品和平台收益形成过程。其被纳入资本增殖过程的方式主要是数据贡献、注意

力贡献和内容贡献。用户通常难以直接分享平台由此形成的商业收益，面临个人信息保护、数据权益、

推荐透明度和选择权不足等问题。其权益表达更多体现为隐私保护、知情同意、数据可携带、内容收益

分成和平台退出选择。 
这种类型学划分有助于说明：数字劳动不是一个均质概念。不同主体在劳动关系、劳动强度、受控

方式、收益分配和权益保护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高技能雇佣劳动者主要受项目制、绩效制和知识产权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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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约束；平台劳动者主要受算法派单、评分体系和平台协议约束；数据贡献型用户则主要受数据协议、

推荐系统和流量规则约束。只有区分这些差异，才能更精确地理解数字劳动被纳入资本增殖过程的具体

方式。 

3. 数字资本的类型区分与数字商品的价值生成 

与数字劳动者类型相对应，数字资本也不是单一主体。第一类是技术研发型数字资本，主要通过软

件、算法、模型、芯片、智能终端和系统解决方案实现收益。它直接组织高技能雇佣数字劳动，强调知识

产权、技术壁垒和产品迭代。第二类是平台中介型数字资本，主要通过连接劳动者、商家和消费者形成

双边或多边市场，依靠抽成、佣金、广告和增值服务获取收益。第三类是数据流量型数字资本，主要通

过用户规模、活跃度、注意力、内容生态和数据画像实现商业转化。第四类是基础设施型数字资本，主

要掌握云计算、数据中心、网络服务和算力资源，通过技术基础设施租赁或服务化获得收益。第五类是

金融化数字资本，主要把流量规模、增长预期、用户数据和平台生态转化为估值、融资和资本市场收益。 
这种区分能够避免把“数字资本”抽象化。技术研发型数字资本更依赖高技能雇佣劳动，平台中介

型数字资本更依赖平台劳动者和商家网络，数据流量型数字资本更依赖用户活动与内容生态，基础设施

型数字资本更依赖大规模固定资本投入和持续运维劳动，金融化数字资本则更重视预期、估值和资本市

场循环。不同资本形态之间相互交织，共同构成数字经济的资本组织体系。 
从商品形态看，数字商品同样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马克思指出：“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

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1], p. 47)，“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1], p. 48)。
数字商品虽然不像传统商品那样具有稳定的物质实体，但它能够满足信息获取、社交互动、线上娱乐、

智能推荐、生产协同等需要，因而具有使用价值。它的价值则来自数字劳动过程中的社会劳动耗费。有

关数字商品的研究中也明确提出，数字商品“与一般商品一样，同时具备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2]。
因此，数字商品并不是无劳动产品，而是数字劳动对象化和商品化的结果。 

在数字经济中，数字商品价值的形成更加复杂。一方面，代码开发、算法训练、数据加工、平台维

护、内容生产等劳动可以直接参与数字商品生产。另一方面，用户活动生成的数据、流量和注意力，也

有可能成为数据商品生产和平台价值实现的条件。对此必须作出必要区分。不能因为数据能够带来利润，

就把数据本身说成价值源泉；也不能因为用户活动有助于平台盈利，就把所有在线行为都直接等同为生

产劳动。比较稳妥的说法是：“日常行为数据的‘生成/产生’并不自动等同于数据商品意义上的‘生产’。”

[3]用户行为痕迹首先只是数据原料，只有经过采集、清洗、标注、整合、建模、维护等劳动过程，并依

托算法和算力形成可交换、可定价、可交付的数据产品或数据服务时，才能进入数据商品生产过程。 
因此，数字经济价值生产过程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关键性生产资料——数据的价值转移”，

二是“数字活劳动的价值创造”[4]。把数据、算法和平台看成价值源泉，实质上是把价值生产条件误认

为价值创造主体。数字技术的发展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市场连接、降低交易成本和加速资本周转，

但它无法脱离人的劳动独立创造价值。 
商品之所以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是因为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二重性。数字劳

动同样没有超出劳动二重性的规定。程序开发、算法训练、平台配送、内容创作、运营维护等具体劳动，

创造数字商品和数字服务的使用价值；这些不同形式的劳动又可以还原为无差别的人类体力和脑力耗费，

并在交换中形成价值。数字劳动形式越复杂，就越需要回到劳动二重性，而不是被数据、算法、平台等

技术表象遮蔽。 
总之，人的活劳动是数字劳动创造价值的根本。“趋于高科技化和知识导向的数字劳动”仍然是“作

为价值源泉的‘活劳动’”[5]。数字技术的发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改变了劳动资料和劳动组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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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不能脱离人的劳动独立创造价值。 

4. 数字剩余价值生产与占有机制 

数字劳动不仅创造数字商品价值，而且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被数字资本纳入剩余价值生产过程。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价值；不仅要生产价值，而且要生产剩

余价值”([1], p. 217)。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价值生产最终服从于剩余价值生产。马克思还指出：“生

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1], p. 714)数字时代并没有改变这一规律，只是使剩

余价值生产的方式、场所等发生了新变化。 
第一，雇佣数字劳动仍是数字剩余价值生产的基础环节。程序员、算法工程师、数据分析师、内容

审核员和平台运营人员直接受雇于数字企业，参与软件开发、算法设计、数据处理、模型训练和平台维

护。即便部分数字劳动者拥有较高学历、较高技能和较高收入，只要其劳动力被资本购买并服务于资本

增殖，就仍处在雇佣劳动关系中。企业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压缩项目周期、强化绩效考核、加快产品迭

代和控制知识产权归属等方式占有其剩余劳动。智能化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单位商品必要劳动时

间，并通过扩大剩余劳动时间和提高资本周转速度推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 
第二，平台零工劳动则是数字剩余价值生产的重要现实形态。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众包劳动者、

网络主播等劳动者，通常被平台定义为自由职业者、合作伙伴或独立承包人。这种身份设定弱化了平台

的雇主责任，也使劳动关系变得模糊。但从劳动过程看，平台并没有放弃控制。订单由算法分配，路线

由系统规划，报酬由动态规则决定，服务质量由评分体系衡量，违规处罚由平台执行。劳动者看似自主，

实际上处于算法系统和平台规则的持续支配之下。“数字经济只是改变了劳动的形式，并未动摇雇佣劳

动的本质。”[6] 
第三，用户无偿数字活动构成平台收益形成的重要条件。短视频、社交、电商和游戏平台依靠用户

浏览、互动、创作、评论和消费行为形成流量与数据。平台通过用户画像、精准广告、算法推荐、内容分

发和数据服务，把用户活动纳入收益实现过程。需要注意的是，用户活动并非一概直接创造剩余价值；

在多数情况下，它首先提供数据原料、注意力基础和市场连接条件。只有当这些活动被平台组织、加工

并转化为可交易的数据产品、广告资源或内容产品时，才进入更明确的价值实现和收益占有链条。 
第四，数据占有是数字资本占有数字剩余价值的基础机制。数据具有可复制、可聚合、可分析和可

预测等特征，一旦被平台集中掌握，就可以持续服务于用户画像、风险评估、广告投放和算法优化。劳

动者和用户虽然参与了数据生成过程，却往往难以充分掌握数据的知情权、控制权和收益分享权。数据

共同生成与平台集中占有之间的张力，由此成为数字经济生产关系中的重要问题。 
第五，算法管理是数字资本组织和控制劳动过程的重要机制。算法不是纯粹中立的技术工具，而是

资本组织劳动、配置资源和分配收益的重要权力形式。“算法控制将劳动者的具体劳动转化为数据指标。”

[7]在平台劳动中，劳动者的路线、速度、评分、接单率、响应时间和客户评价都被数据化，进而成为平

台管理和惩罚的依据。劳动过程被拆解为可监测、可比较、可计算的指标，劳动者的经验判断和主体意

志被不断削弱。算法管理由此把资本意志嵌入技术系统，加强对劳动过程的管理。 
第六，平台市场支配是数字资本扩大收益占有的重要机制。大型平台依靠网络效应、规模效应和数

据壁垒，逐渐取得市场支配地位。平台一旦占据双边市场中心，就可以通过抽成、广告费、流量费、会员

费、数据服务费等方式占有或分割剩余价值。平台资本不仅从自身组织的劳动中获取收益，还可能凭借

市场支配地位影响商家、劳动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分配格局。 
第七，流量资本化是数字资本实现扩张的重要机制。数字平台常把用户规模、活跃度、增长预期和

数据储备转化为资本市场估值。平台企业即使短期亏损，也可能通过融资、上市和资本运作获得巨额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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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支持。流量、数据和预期被资本化之后，平台的支配能力进一步增强，并反过来影响劳动过程、平台

规则和收益分配。金融化数字资本把未来收益预期提前资本化，使数字剩余价值的占有呈现出更加复杂

的时间结构。 
上述机制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耦合。劳动控制不断生成数据，数据集中又反过来优化算法控制；

算法控制提升平台效率，平台市场支配又强化规则制定权；流量资本化扩大融资能力，融资能力再反过

来巩固平台生态。有研究将这种过程概括为劳动控制与数据垄断的耦合。由此可见，数字剩余价值的生

产和占有不是单纯的技术过程，而是数字资本通过数据、算法、平台和资本市场重组劳动关系的社会过

程。 

5. 数字劳动关系的新变化、权益风险与治理回应 

数字技术本身具有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意义。它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信息流通，促进产业

升级，扩大社会联系。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支配下，数字技术往往被转化为资本增殖和劳动控制

的工具。问题不在于数字技术本身，而在于数字技术由谁掌握、为谁服务、成果由谁占有。数字劳动中

的结构性张力，集中表现为社会共同参与的生产过程与收益分配集中化之间的不平衡。 
首先，数字劳动异化表现为劳动者与劳动成果之间关系的倒置。劳动者和用户生产的数据、内容、

评价和流量，往往反过来成为平台控制劳动者、引导用户行为和实现商业收益的工具。平台劳动者追求

灵活就业，却被算法系统持续规训；内容创作者希望获得表达空间，却可能被流量规则和推荐机制牵引；

高技能数字劳动者参与算法和系统建设，却可能受到项目周期、绩效考核和知识产权规则的持续约束。

既有劳动成果的物化形态在数字时代不再只是机器设备，也表现为算法系统、数据平台和智能程序对劳

动过程的实时塑造。 
其次，数字劳动权益风险具有更强的隐蔽性。资本对劳动的控制不再总是表现为面对面的直接命令，

而是嵌入平台协议、算法评分、流量分配、数据规则和资本估值之中。劳动者很难直接看见规则背后的

决策逻辑，也难以判断收入波动、订单变化和账号处罚究竟由何种因素导致。这种技术化、规则化和自

动化的管理方式提高了劳动控制效率，也增加了劳动者维权的难度。 
再次，不同数字劳动者的主体回应方式并不相同。高技能雇佣数字劳动者需要通过劳动合同、工时

制度、知识产权规则和职业发展机制保障权益；平台劳动者需要通过劳动关系认定、算法透明、职业伤

害保障和行业协商机制降低风险；数据贡献型用户则需要通过个人信息保护、知情同意、数据可携带、

收益分成和平台选择权维护自身利益。由此可见，数字劳动治理不能采用单一方案，而应根据劳动者类

型、资本形态和平台规则差异建立分层治理框架。 
最后，数字劳动研究仍应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数字技术并未消除价值规律和剩

余价值规律，只是改变了劳动被组织、支配和占有的具体方式。数字经济表面上呈现为数据、算法、平

台和流量的竞争，实质上仍以人的劳动为基础。只有把数字技术放入具体社会关系中考察，才能理解数

字剩余价值生产的真实机制。 

6. 规范数字资本与维护数字劳动者权益的中国路径 

我国发展数字经济，不能简单重复资本主义平台经济的发展逻辑。数字技术和数字资本在促进生产

力发展、推动产业升级、扩大就业空间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如果缺乏制度规范，也可能导致平台垄断、

算法压榨、数据无序占有和劳动权益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数字经济，必须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数字经济发展纳入公平包容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之中。 
首先，应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平台劳动者面临劳动关系模糊、劳动时间过长、收入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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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较大、社会保障不足、职业伤害保障不充分等问题。应从事实劳动控制出发，明确平台企业在劳动保

护、社会保险、职业安全和风险分担方面的责任。不能让平台企业以技术中介、信息撮合、合作关系等

名义逃避实际劳动管理责任，也不能让劳动者在形式自由中独自承担全部市场风险。 
其次，应完善算法治理机制。平台算法涉及劳动机会、收入分配、用户权益等各个方面，所以不能

完全由企业内部规则决定。我们要推动算法规则透明化、公开化，以防出现算法歧视、算法压榨等行为。

治理数字经济，不能仅停留在市场价格、企业行为等表面现象，还需要深入各个环节。“政府必须构建

穿透式管理模式，将监管触角延伸至算法设计、数据采集、平台规则等深层环节。”[6]这对于维护劳动

者权益和规范平台权力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应健全数据要素治理和收益分配制度。数据资源具有社会共同生产属性，不能完全由平台资

本私人占有。应在保护个人信息和数据安全的基础上，明确数据采集、使用、流通和收益分配规则，探

索数据生产者、数据使用者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更加合理的分配机制。“只有将数据要素从单纯的私有

财产范畴中解放出来，加快确权，才能避免其沦为资本垄断的工具。”[6]数据治理的关键，是防止数据

红利过度向少数平台和资本主体集中。 
再次，还应强化平台反垄断和资本监管。大型平台凭借数据、算法和用户规模形成垄断优势后，可

能通过不公平抽成、流量封锁、数据壁垒等方式损害劳动者、消费者和中小经营者权益。必须加强反垄

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监管，规范平台抽成、流量分配、数据交易和资本市场估值行为，引导数字资本服务

实体经济、科技创新和国家战略需要，防止其脱实向虚、无序扩张和过度金融化。 
最后，应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成果共享。数字经济发展不能只看平台规模、资本估值和技术效率，还

要看劳动者权益是否得到保障，数据收益是否合理分配，技术进步是否服务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社会主

义条件下发展数字经济，应把数字技术置于人的全面发展目标之下，使数字劳动者能够分享数字经济发

展成果，使数据、算法和平台真正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7. 结论 

数字劳动与数字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理解数字时代生产方式变化的重要入口。数字资本通过对高技

能雇佣数字劳动者、低技能平台劳动者和数据贡献型用户的吸纳、组织和支配，不断开辟剩余价值生产

和收益占有的新空间。数据、算法、算力和平台虽然改变了资本增殖的具体形式，却没有改变资本占有

劳动剩余的基本逻辑。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看，数字时代的核心问题不是技术是否进步，而是技术由谁掌握、为

谁服务、成果由谁占有。数字劳动的出现拓展了劳动主体、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剩余价值生产场域；

数字资本的发展则使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更加隐蔽化、技术化和日常化。变化的是劳动被组织、支配和占

有的方式，没有变化的是人的活劳动作为价值创造源泉这一根本规定。 
因此，研究数字时代下数字劳动与数字剩余价值的生产，既要看到数字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

意义，也要揭示资本主导关系下数字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和占有。对于我国而言，关键在于坚持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规范数字资本运行，维护数字劳动者权益，完善数

据要素治理和收益分配制度，推动数字经济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健康发展，使数字技术真正服务于人

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发展成果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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